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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与 SNA2008 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核算标准相接轨，国家统计局对我
国的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进行了相应改革，并于 2016 年发布了依据新的核算标准进行修订
后的 1952 年以来的 GDP 数据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在对 1952－2015 年间中国的资
本存量（包括 R&D 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的基础上，本文专就此次数据修订对于资本
存量估算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此次数据修订导致 1952－2015 年间的
GDP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平均向上修订了 0.97%和 2.59%；据此估算的资本存量平均
上调了 2.3%，其修订率的历史轨迹则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情况大体一致；而如果将
此次数据修订对于资本存量的影响完全归因于 R&D 资本存量的生成，则有整体资本存量
的综合修订率为 1.33%和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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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6年 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一次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历史数据的修订
结果；这是紧随 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后 GDP历史数据修订（2015年发布）的又一
次系统修订，也是国家统计局对于 GDP 历史数据的第五次系统修订。本次修订起因于在
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联合颁布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 SNA2008 中，将能够为所
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从中间消耗改列为固定资本形成，从而实现研发支
出的资本化；为更好地反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 SNA2008 相接轨，国家统计局
于近年来对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进行了相应改革，最终依据新的核算标准来修订 1952－2015
年间的 GDP数据。 
将研究与开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固然会因企业部门中间投入减少，增加值
增多，导致生产法和收入法 GDP增加；也会因为资本形成总额的增加，导致支出法 GDP
增加（“SNA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课题组，2012）；但其最直接的影响则
是各年份的资本形成规模都相应有所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作为宏观经济数量分析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要素投入变量，中国自 1952 年以来的资本存量在此次数据修订中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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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由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是源于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则相应的资本
增量可完全归入研发（R&D）投资范畴；那么，对于近些年来国内相关文献中日益关注的
研发（R&D）资本存量因素，以此次修订为依据，是否可得到对其时间序列的更准确估算
结果？本文即通过对于此次 GDP数据修订情况的细致考察，在对中国资本存量以及 R&D
资本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重新估算的基础上，重点评估数据修订所造成的影响效应。 
二、研发资本化后的 GDP数据修订概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 GDP 数据修订的公告内容，可以计算 1952－2015 年期间 GDP
的修订值（修订后数值减去修订前数值的差值）与修订率（修订值占修订前数值的比重），
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1952－2015年 GDP数据修订情况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关于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修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公告。 
由图 1可见，GDP修订值经历了一个指数上升过程：在 2002年之前的 50年间，GDP
修订值缓慢增长，但均不足 1000亿元；而在此之后，GDP修订值的增长则不断加速，到
2015年已经上升到近 9000亿元。就 GDP修订率而言，在 1960－1985年间基本稳定在 0.8%
上下；之后先趋于减小，在 1996年达到低点 0.34%后又开始上扬，到 2015年达到 1.3%。
“SNA 的修订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课题组（2012）介绍了若干发达国家基于
SNA2008进行研发资本化核算对于GDP产生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的GDP增加了1.25%～
1.5%，美国在2002－2007年间的GDP平均增加了2.6%，荷兰的GDP增加了1.38%～1.78%；
而在 OECD 成员国中，研发资本化将使 GDP 增加 0.3%～3.5%，平均值为 1.5%。中国实
施研发资本化核算对于 GDP的影响（修订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上述国家的整体水平，
显示研发（R&D）活动在整体经济中已经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 
修订公告中并未专门说明资本形成的变动情况，但可以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的最
新数据与往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得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情
况。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已经对 1978－2015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数据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幅度与 GDP 相当），而对 1952－1977 年的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数据则未予修订，为此需要加以必要估算和补充。考虑到此次 GDP 数据的修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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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的修订，二者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因而可以参考 GDP 的修
订幅度来推估相应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幅度。根据 1978－2015年 GDP与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的修订数据，拟合二次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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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I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数值，RY为 GDP的修订数值，括号中为相应参数
的标准误差。再根据 1952－1977年 GDP的修订数值，即可估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相应修
订结果（回归预测值）。由此得到 1952－201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修订情况，如图 2所示。 
图 2  1952－2015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修订情况 
 
注：1952－1977年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的修订情况为根据式（1）的回归预测结果。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并经作者推算。 
由图 2可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修订值同样经历了一个指数上升过程，但各年份的修
订值比 GDP 的修订值普遍高出 10%～20%——这是因为对于政府部门和为住户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部门而言，研发资本化只是将原本列入政府消费支出的研发费用支出调整为固定
资本形成，这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加并不伴随 GDP的增加。就修订率而言，除 1961
－1969 年间因原投资水平较低（修订前固定资本总额数值较小），修订比重相对较高外，
其它年份的修订率变动趋势也与 GDP类似。总体而言，自 1970年之后，各年份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的修订率基本维持在 3%上下，最低为 1995 年和 1996 年的 1.18%；此后的修订
率又呈现不断上升态势，显示研发（R&D）活动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越来越显著。 
三、资本存量的重新估算及其数据修订效应 
资本存量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变量，已有诸多文献对中国历史各时期的资
本存量加以估算，并给出不尽相同的结果。相关文献普遍以永续盘存法作为估算依据，但
对其中四项要素（当期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率、基期资本存量）的处理方法则各有不同，
导致估算结果具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本文亦从上述四项要素入手，探讨利用修订后数据对
资本存量进行重新估算的相关细节，并评估数据修订对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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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期投资 
对于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变量，文献中存在多种选择。在较早研究中，生产性积累是较
受关注的指标（贺菊煌，1992；Chow，1993；张军、章元，2003），其主要与 MPS 统计
体系相关，目前已不再适用。作为替代，在 1993 年之后的统计资料中提供了反映投资规
模的另一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但其统计范畴与永续盘存法的投资流量指标
也非完全一致（单豪杰，2008；许宪春，2009），是中国投资统计特有的指标，与 SNA的
统计体系并不相容（张军等，2004）。王小鲁（2000）和 Holz（2006）主张采用新增固定
资产指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来反映当期投资流量，以确保当期数据都是可形成生产
能力的投资；但新增固定资产是在一个较长周期内形成的，对其价格指数的编制会存在很
大难度（单豪杰，2008），李宾（2011）通过对比分析也认为其不适合用作投资流量指标。 
与上述几项指标相比，支出法 GDP核算体系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近来文献
中则受到更多青睐，如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等都倾向于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数据
作为当年的投资指标；而《OECD 资本度量手册（2001）》也建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来反
映投资流量（徐杰等，2010）。李宾（2011）通过对四种投资流量指标的对比分析发现，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表现为最佳。据此，本文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流量指标（而这
也正是本文基于新修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估算资本存量的研究初衷所在）。如前所述，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对于 1952－1977 年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未予修订（或未予更
新）；在基于式（1）对该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修订值进行回归估计的基础上，将未修订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估计的修订值，可得到修订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匹配的价格指数，自 1990 年起才有官方的数据可供利用，而为了
在更长时间区间内进行价格平减处理，必须考虑引入其他数据。贺菊煌（1992）在利用生
产性积累数据估算我国资本存量时，相应利用生产性积累指数来测算可比价的生产性积
累。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利用可搜集到的 1950 年以来上海市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
其指数，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而拟合回归模型以估计 1991 年之前
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张军和章元（2003）则基于上海市的价格波动应与全
国价格波动相一致的假定，直接采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替代全国的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张军等（2004）引入了新的数据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52－1995》中发布的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数据，计算出隐含的固定资
产投资平减指数；这一数据源及其相应的计算方法，在之后的研究文献中获得广泛采用。 
在最新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发布了历年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的当年价格数据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发展速度，也可以相应计算出 1952－2004
年间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本文将 1952－2004 年间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
格平减指数与 2005－2015 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衔接，即构成用于平减各年份
投资流量数据的价格指数序列。 
（三）折旧率 
根据永续盘存法的原则，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τd （即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边际生
产效率）会按照如式（2）所示的几何方式递减： 
 (1 ) , 0,1,ττdδτ= − =   （2） 
在资本品达到其规定使用年限 τ时，以法定残值率替代其相对效率 τd ，即可计算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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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的折旧率 δ。张军等（2004）将物质资本区分为建筑、设备和其他三种类型，取其使
用年限分别为 45年、20年和 25年，在法定残值率 4%下计算得到折旧率分别为 6.9%、14.9%
和 12.1%，并取三者的加权平均值 9.6%作为资本的整体折旧率。单豪杰（2008）则针对建
筑和设备两类资本品，取二者的使用年限分别为 38年和 16年，在法定残值率 3%～5%下，
根据二者的结构比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折旧率为 10.96%。李宾（2011）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折旧率的设定对于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影响较大，若折旧率相差 1个百分点，资本存量的
估算结果在 25年后将出现大约 10个百分点的差距；并建议取值从 5%到 10%。 
本文主旨在于考察投资数据修订对于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影响，因此不对折旧率取值
的适宜性作更深入探讨，仅参照已有文献，对折旧率分别取 5%和 10%两个数值，以考察
在低折旧和高折旧两种情况下数据修订的影响将呈现何种差异。 
（四）基期资本存量 
对于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贺菊煌（1992）通过假设生产性资本在 1964－1971 年间
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其在 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估算出 1964年生产性资本，并反推
得到 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 679亿元（1952年价）。Chow（1993）利用可搜集到的 1952－1985
年各经济成份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积累数据，估算出五部门的资本存量数据；再结合农
业资本存量，得到 1952年的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不含土地）为 1030亿元（1952年价）。
张军、章元（2003）则结合分析工业、农业资本存量情况，估算 1952 年年初的资本存量
为 800 亿元。Young（2003）假定一段时期内资本变动率相对稳定，且大体等于投资增长
率，由此推算出我国 1952 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为 815 亿元；张军等（2004）也认同这一处
理，认为 800亿元是可接受的资本存量初始水平。 
总体而言，基期资本存量是相对易于确定，且影响较小的一项因素。如 Barro 和
Sala–i–Martin（2004）指出，随着 K0的逐渐折旧，以及未来 It的越来越高，K0的取值对后
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李宾（2011）发现，即使做一个主观的假设，使基期 1952
年的资本存量相差 33%，到 1978年时资本存量的差距也将缩小到 2%左右；如果 1952年
资本存量相差 5倍，到 1978年时差距已缩小到不足 20%，到 1993年更是缩小到 2%左右。
因此，只要时间间隔足够长，K0 的选取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到已有文献中关于
1952年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差别并不大，本文出于修订评估的目的，不再对其作更多探讨，
仅以张军、章元（2003）为基准，将 1952年年初的资本存量设为 800亿元。 
（五）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基于上述处理，本文估算得到 1952－2015 年间的中国资本存量，具体如表 1 所示。
由表中结果可知，对于以 5%折旧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1），由 1952年的 840.81
亿元增长至 2015年的 424486.29亿元，63年间增长了 500倍之多，年均增长率为 10.38%。
具体而言，资本存量在经历了上世纪 50 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增长率最高达到 1959 年的
20.96%），在整个 60 年代陷入低迷状态（增长率普遍在 5%以下），1970 年之后增长率则
处于长期相对平稳上升的过程，至 2009年达到最高点 15.3%，之后又进入下降区间。对于
以 10%折旧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2），在 1952－2015年间的绝对水平较估算
结果 1有所下降，从 1952年的 800.81亿元到 2015年的 331614.75亿元，增长了 410多倍，
年均增长率 10.04%；其增长率的演变过程则与估算结果 1基本重合。若将两项估算结果的
增长率序列与投资流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序列进行对比还可以发现，后者的
波动远大于前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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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2－2015年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年份 
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修订值 
(当年价,亿元) 
修订后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当年价,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平减/价格指数 
（1952年=100） 
资本存量 
估算结果 1 
(1952年价,
亿元) 
资本存量 
修订率 1 
（%） 
资本存量 
估算结果 2 
(1952年价,
亿元) 
资本存量 
修订率 2 
（%） 
1952 0.1 80.8 100.00 840.81 0.01 800.81 0.01 
1955 0.7 146.2 93.95 1119.45 0.19 964.29 0.21 
1960 12.6 485.6 97.31 2507.86 1.20 2089.15 1.35 
1965 15.9 366.0 101.79 3126.92 2.70 2322.85 3.13 
1970 17.8 563.7 94.52 4368.38 3.24 3157.59 3.55 
1975 25.5 905.8 98.12 6803.57 3.25 4993.42 3.36 
1978 34.8 1108.7 100.81 8638.18 3.22 6314.79 3.27 
1979 41.0 1194.1 102.99 9365.70 3.26 6842.75 3.32 
1980 43.4 1345.8 106.12 10165.61 3.27 7426.67 3.32 
1981 42.6 1381.9 109.56 10918.68 3.26 7945.35 3.30 
1982 45.4 1558.6 112.09 11763.21 3.23 8541.28 3.25 
1983 54.3 1742.6 114.84 12692.49 3.23 9204.59 3.25 
1984 65.1 2192.1 119.53 13891.85 3.21 10118.12 3.21 
1985 72.1 2844.1 128.13 15417.03 3.12 11326.08 3.09 
1986 80.0 3299.7 136.37 17065.84 3.03 12613.13 2.98 
1987 82.7 3821.4 143.47 18876.06 2.91 14015.33 2.83 
1988 90.1 4842.0 162.92 20904.22 2.77 15585.77 2.65 
1989 99.1 4518.5 176.83 22414.31 2.71 16582.49 2.59 
1990 108.3 4636.1 186.46 23780.02 2.67 17410.66 2.56 
1991 124.5 5794.8 202.28 25455.74 2.62 18534.32 2.50 
1992 147.2 8460.9 228.61 27884.00 2.51 20381.93 2.37 
1993 179.1 13574.4 285.90 31237.73 2.33 23091.67 2.16 
1994 211.4 17187.9 315.44 35124.73 2.16 26231.39 1.96 
1995 237.9 20357.4 334.38 39456.57 2.01 29696.32 1.80 
1996 272.1 23319.8 347.50 44194.56 1.88 33437.52 1.68 
1997 333.7 25363.2 353.29 49163.97 1.80 37272.90 1.61 
1998 361.2 28751.4 353.38 54841.81 1.72 41681.65 1.54 
1999 436.9 30241.4 351.92 60693.06 1.68 46106.83 1.53 
2000 565.4 33527.7 355.66 67085.39 1.69 50923.12 1.56 
2001 663.2 38063.9 357.11 74390.06 1.70 56489.75 1.60 
2002 818.9 43796.9 357.94 82906.46 1.73 63076.6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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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份 
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修订值 
(当年价,亿元) 
修订后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当年价,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平减/价格指数 
（1952年=100） 
资本存量 
估算结果 1 
(1952年价,
亿元) 
资本存量 
修订率 1 
（%） 
资本存量 
估算结果 2 
(1952年价,
亿元) 
资本存量 
修订率 2 
（%） 
2003 985.8 53964.4 365.98 93506.21 1.75 71514.08 1.70 
2004 1264.5 65669.8 388.77 105722.44 1.79 81254.21 1.76 
2005 1579.6 75809.6 394.99 119628.92 1.84 92321.40 1.83 
2006 1948.2 87223.3 400.92 135403.34 1.91 104845.12 1.93 
2007 2422.2 105052.2 416.55 153852.49 1.98 119579.93 2.02 
2008 3043.8 128001.9 453.63 174377.25 2.06 135839.32 2.10 
2009 3816.8 156734.5 442.74 201059.35 2.13 157656.35 2.19 
2010 4637.7 185827.3 458.68 231519.93 2.21 182404.26 2.27 
2011 5734.1 219670.9 488.95 264870.80 2.29 209090.70 2.36 
2012 6850.1 244600.7 494.33 301108.44 2.39 237662.81 2.47 
2013 7896.2 270924.1 495.81 340695.34 2.48 268538.85 2.58 
2014 8414.4 290053.1 498.29 381869.94 2.56 299894.34 2.66 
2015 9564.3 301960.8 489.32 424486.29 2.66 331614.75 2.77 
注：（1）对于第 2列数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修订值），1977年之前为基于式（1）回归方程的预
测结果；（2）对于第 3列数据（修订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77年之前为未修订数据加第 2列修订
值后的结果；（3）对于第 4 列数据，2004 年之前为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平减指数，2005 年之
后接续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4）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1 对应于折旧率 5%，估算结果 2 对应于折旧
率 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 
图 3  1952－2015年中国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数据的修订情况 
 
就数据修订幅度而言，投资流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存量估算结果中所显示
的修订率可如图 3所示。从中可知，资本存量修订率序列的动态路径与投资流量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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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前者的波动幅度要小于后者，表现得更为平滑；在 1961－1969 年间，投资流量的修
订率升至 4%～6.6%的较高水平，而资本存量的修订率则只是缓慢上升；在之后修订率的
下降过程中，投资流量修订率的下降速度又超过了资本存量。对比两个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的修订率可以发现，折旧率 5%下修订率序列的波动要滞后于 10%折旧率，也即折旧率越
小，修订率的波动会越平缓。总体而言，两种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平均修订率都在 2.3%
上下，略低于投资流量的平均修订率 2.59%。 
四、R&D资本存量估算 
表 1中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隐含假设关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部分，与原有部
分遵循同样的资本积累路径（同样的价格变动、同样的折旧率等）。然而，既然已经明确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加是源于研究与开发（R&D）支出的资本化核算，可知修订部分应
归为 R&D 投资（R&D 产出），其与传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路径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上一
部分的估算处理方法会导致偏差，而更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将修订部分视为将 R&D 支出转
化成的 R&D投资，针对其专门估算 R&D资本存量。 
研究与开发（R&D，也称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知识创造新
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性的创造性活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基本思
路是：“采用国际通行的总成本法来核算研发活动的产出，主要包括中间投入成本、劳动
力成本和固定资产成本三部分，并且利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研发资本存量；不变价核算采用
价格指数缩减法，利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人员工资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等加权平均，构建了研发投资价格指数。研发支出核算的主要基础资料为科技统计调查中
的研发支出及其分类数据。”但目前国家统计局并未发布具体的 R&D资本存量数据，为此
需要利用可获取的修订数据进行相应估算。 
与对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类似，针对 R&D资本存量的估算也普遍采用了永续盘存法，
同样涉及当期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率、基期资本存量四项要素的处理问题。本文采用的
关键数据（当期投资和价格指数）直接来自国家统计局在 R&D 资本化核算之后发布的相
关数据，避免了同类文献中（因缺乏可用数据而不得不进行的）复杂而模糊的中间推算或
不尽合理的数据替代，因此本文的估算结果应当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提
供对于已有研究文献中相关处理方法的合宜性的评判基准。 
（一）当期 R&D投资 
对于 R&D投资，已有文献普遍以 R&D经费支出作为替代变量。考虑到 R&D经费支
出向投资的转化存在滞后性，Griliches（1980）、Goto和 Suzuki（1989）提出估算方法为： 
 
1
μ
n
t i t ii
I E −==∑  （3） 
其中 t iE − 表示第 t – i期的 R&D经费支出，μi为滞后 i期 R&D经费支出的资本转化率，
n为总滞后期。但现实中难以得到 R&D支出的滞后结构，已有文献大多是假定 R&D支出
的总滞后期 n为 1，并将滞后期 i设为 1（吴延兵，2006；李淑梅等，2013；刘建翠等，2015）
或者 0（王俊，2009；肖敏和谢富纪，2009），从而使问题得以简化处理，但也因此难以准
确反映 R&D资本形成过程的特殊性。杨林涛等（2015）对基于式（3）的三种滞后结构的
估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不同滞后结构下估算数据的变化趋势的些微差异。 
不仅如此，对于 R&D 经费支出的两个构成部分（日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及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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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否应全部纳入资本核算范围，现有研究也存在不同理解。刘建翠等（2015）认为，R&D
日常性支出中的人员劳务费本身已经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在将相关支出计入 R&D投资时，
为避免重复计算，应该扣除劳务费部分。吴延兵（2006）则在估计知识生产函数时，以
R&D 资本和 R&D 劳动投入同时进入模型为由，也在估算 R&D 资本存量时从 R&D 支出
总额中扣除了劳务费。然而，若按照 SNA2008推荐的核算办法，应该是用 R&D活动的总
成本来进行估价，不宜简单地将劳务费部分排除在外。否则，针对用于购建固定资产（已
列入支出法 GDP核算范围）的 R&D资产性支出，也应予以相应扣除，而这显然已经背离
研发资本化核算的初衷。 
再就 R&D 活动类型而言，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文献中的处
理方法亦有所差异。例如魏和清（2012）认为，按照只有能给所有者带来经济收益的 R&D
活动支出才能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的原则，基础研究与研究者未来的经济收益并不直接
相关，且一般由政府担当，建议将基础研究作费用化处理（即仍计为中间消耗），仅将应
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作资本化处理。杨林涛等（2015）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基础研究占全部
R&D 经费支出的比重非常小，在实际核算过程中剔除并不容易；而从长远看，基础研究
能否带来经济利益尚无定论，笼统地将其剔除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
也指出，现实中很难区分成功的 R&D 活动与不成功的 R&D 活动；而如果剔除不成功的
R&D活动，也会低估整个 R&D活动的成本。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 R&D资本化的特殊性，现有文献虽然均以 R&D经费支出来表征
R&D 投资，但在支出范围的确定（是否应扣除劳务费支出、是否应包括基础研究）与支
出的滞后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事实上，R&D 经费支出与 R&D 投资（也可理解为
R&D 产出）毕竟分属不同层面，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无法单纯从数据上准确考察。对此，
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基于各国 R&D卫星账户中的测算方法，对于 R&D经费支出的产
出转化过程（R&D经费支出与 R&D产出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探讨，经过细致的调整与
估算，建立了自己的 R&D 投资数据序列。鉴于该文在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较为严谨，且估
计的时间长度与本文一致（自 1952年至今），因此后文的估算也将以其作为对比基准。 
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以 SNA2008 为标准的数据修订，将其对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修订值（如表 1第 2列所示）视为官方估算的 R&D投资序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表
示：“研发活动的产出主要包括中间投入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固定资产成本三部分”，其处
理应是合理的，并且由于掌握细致的微观数据，数据来源最权威、数据量最充分，其估算
的 R&D投资也应该最具可靠性。 
（二）R&D投资价格指数 
对于 R&D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分为几类：一是根据 R&D支出
的构成，采用多种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得到整体的 R&D投资价格指数（吴延兵，2006；
刘建翠等，2015；江永宏、孙凤娥，2016）；具体所采用的官方价格指数包括原材料购进
价格指数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针对中间投入部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针对中间投
入和劳动投入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针对固定资产成本部分）等。二是直接采
用单一价格指数进行缩减，通常为 GDP平减指数（肖敏和谢富纪，2009；杨林涛等，2015）。
三是如李淑梅等（2013），从统计资料中收集到了 1995－2001 年 R&D 经费内部支出的可
比价增长数据，结合现价支出数据反推得到 R&D 支出价格指数。而王俊（2009）则在估
算 R&D资本折旧率的知识生产函数中引入价格变动方程，从而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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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声称利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人员工资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等加权平均来构建研发投资价格指数，但具体数据仍不可得。虽然如此，利用已发布的
GDP 修订数据，仍然可以推估出可用的 R&D 投资价格指数。在 GDP 修订公告中，发布
了 1952－2015年期间修订前与修订后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数据，以及以不变价格计
算的 GDP增长速度，本文即根据这 4列数据推算其价格平减指数，具体推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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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 tP为R&D投资价格指数，
0
tY 和
1
tY 分别表示第 t期修订前与修订后的当年价GDP，
0
tg 和
1
tg 分别表示第 t期修订前与修订后的 GDP增长率。由式（4）可知，R&D投资价格
指数即为名义（当年价）GDP修订值与实际（不变价）GDP修订值的比值。 
（三）R&D折旧率 
虽然与物质资本的物理折旧（物理磨损）不同，但 R&D 资本同样存在折旧因素，即
由 R&D活动所积累的知识资本，会随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而导致其专用性下降，出现“知
识”的过时、老化乃至失效。Pakes和 Schankerman（1984）认为，由于新知识对旧知识的
取代以及由于知识的扩散造成的知识专用性的下降，R&D 资本的折旧率一定高于物质资
本的折旧率。Griliches（1980）、Hall和 Mairesse（1995）等则在计算 R&D 资本存量时将
其折旧率固定取为 15%。国内相关文献大都以此为依据，对 R&D资本折旧率直接取为 15%
（如吴延兵，2006；肖敏、谢富纪，2009）；李淑梅等（2013）对基础研究取 10%，对应用
研究与试验发展取 15%；刘建翠等（2015）对 1978－1999年取 10%，2000－2012年取 15%。
与此不同的是，杨林涛等（2015）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建议，对折旧率取值
10%。王俊（2009）运用知识生产函数估计 28年制造业行业的折旧率，发现不同行业的折
旧率存在着一定差异，中高 R&D强度行业的折旧率在 14%～17%，较低 R&D强度行业的
折旧率则在 9%左右。简言之，上述取值普遍不高于 15%。 
与之相反，江永宏、孙凤娥（2016）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质量不及发达国家，
R&D 资产的使用寿命相对较短，相应地折旧率也会较高；以美国 16%以上的平均折旧率
而言，中国 R&D 资产的折旧率不可能低于 16%。由此遵循式（2），假定 R&D 资本品在
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模式下，通过比较各国 R&D 资产折旧率与使用寿命，以及我国企业所
得税法中关于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规定，取 R&D资产的平均使用寿命为 10年，残值率为
10%，从而得出 R&D资产折旧率为 20.6%。这一取值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最高值。本
文认可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的观点，认为我国知识资产的使用寿命更短，折旧率应当
相对更高，因此在文中对其取值为 20%。 
（四）基期 R&D资本存量 
对于基期R&D资本存量R0的确定，国内文献普遍假定长期中R&D投资增长率和R&D
资本存量增长率大体相等，从而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10 δ
IR
g
=
+
 （5） 
其中 I1为第 1期的 R&D投资，g为某一较长时期内 R&D投资的平均增长率，δ为 R&D
资本折旧率。由此江永宏、孙凤娥（2016）取 1952 年初的 R&D 资本存量为 0.34 亿元。
与其文中 1952年的 R&D投资额 0.28亿元相比，本文计算的结果仅为 0.11亿元，不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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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40%；在采用同样的增长率与折旧率下，根据式（5）计算的基期资本存量仅有 0.13
亿元。而正如前文的分析，从长期来看，基期资本存量对于资本存量序列的影响非常小；
考虑到上世纪 50年代R&D投资流量的核算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并且出于对比研究的目的，
本文仍借鉴江永宏、孙凤娥（2016）的结果，取 R0为 0.34亿元。 
（五）R&D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及其比较分析 
基于上述设定和处理，具体估算得到 1952－2015年间中国的 R&D资本存量，相关结
果可如表 2所示。由于在价格指数、折旧率和基期存量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在表 2中给出
的 R&D资本存量估算结果，明显不同于表 1中资本存量的修订值。 
表 2  1952－2015年中国 R&D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年份 
R&D价格指数 
（1952年
=100） 
R&D投资 
（1952年价，
亿元） 
R&D资本存量 
（1952年价， 
亿元） 
年份 
R&D价格指数 
（1952年
=100） 
R&D投资 
(1952年价，
亿元) 
R&D资本存量 
（1952年价， 
亿元） 
1952 100.00   0.11   0.39 1994 176.54 119.74 483.18 
1955  67.72   1.01   2.53 1995 187.84 126.65 513.20 
1960  83.90  15.01  28.82 1996 196.30 138.62 549.18 
1965  92.31  17.21  56.13 1997 212.69 156.90 596.24 
1970  80.61  22.10  84.62 1998 215.47 167.63 644.62 
1975  79.01  32.31 126.84 1999 213.26 204.87 720.57 
1978  78.01  44.61 157.26 2000 235.39 240.20 816.65 
1979  83.44  49.14 174.94 2001 255.70 259.36 912.68 
1980  92.43  46.95 186.91 2002 282.90 289.47 1019.62 
1981  92.10  46.25 195.78 2003 308.23 319.83 1135.53 
1982  90.55  50.14 206.76 2004 367.59 344.00 1252.42 
1983  91.63  59.26 224.67 2005 378.60 417.22 1419.16 
1984  91.66  71.02 250.76 2006 420.63 463.16 1598.49 
1985  99.71  72.31 272.92 2007 457.42 529.54 1808.33 
1986 104.59  76.49 294.82 2008 476.17 639.22 2085.88 
1987 100.59  82.22 318.07 2009 464.04 822.52 2491.23 
1988 109.27  82.46 336.92 2010 501.61 924.56 2917.54 
1989 118.22  83.83 353.36 2011 574.61 997.91 3331.94 
1990 125.49  86.30 368.99 2012 559.40 1224.54 3890.09 
1991 128.20  97.11 392.30 2013 564.09 1399.81 4511.88 
1992 143.02 102.92 416.76 2014 586.71 1434.16 5043.67 
1993 148.15 120.89 454.30 2015 598.80 1597.25 5632.19 
注：（1）R&D价格指数根据式（4）推算得到；（2）R&D投资采用表 1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
值，并以 R&D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数据；（3）R&D资本存量估算采用 20%折旧率，为各年年末数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修订公告、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经作者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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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中绘出了研究区间内与R&D投资有关的几种当年价序列，彼此之间表现出明
显差异。以R&D经费支出为基准，江永宏、孙凤娥（2016）的测算结果与之相差不大，在
整体研究区间内，后者占前者的比重普遍维持在 90%以上（R&D投资与R&D内部经费支
出之比平均为 95.5%，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99.9%）；虽然该文对于R&D经费支出向R&D投
资（资本化产出）的转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处理，但就处理的效果而言，向下调整的幅度微
乎其微。与之相比，本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值所表征的R&D投资额序列，则要明
显低于前两者；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其占R&D经费支出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 65%上下。由
此可以认为，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的测算结果仍然高估了R&D经费支出向R&D资本产
出的转化程度。① 
图 4（b）绘出了表 2中的 R&D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其他几种相关价格指数序列。其中，
江永宏、孙凤娥（2016）所构造的 R&D 价格指数，在整个时期都处于最高水平：1952－
1993年以 GDP平减指数替代，二者曲线重合，但略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隐含平减指
数；及至 1994年之后，则明显高于 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本文推
估的 R&D 投资价格指数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始终低于江永宏、孙凤娥（2016）的指数，甚
至在 1952－2005年期间也低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意味着 R&D投资中除资产性
支出外的其他部分的价格变动更为缓慢）；但自 2006年起则反超后者，显示原材料、人员
劳务费等日常性支出的价格变动更甚。这导致在整个研究区间，本文对于 R&D 投资的价
格缩减效应都小于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虽然一些文献主张采用 GDP平减指数来替代
R&D投资价格指数，但以本文结果来看，这一处理显然高估了 R&D投资的价格波动。值
得注意的是，GDP平减指数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在上世纪 90年代都存在一个急
剧上升而后突然趋缓的阶段，而本文的 R&D投资价格指数的上升过程则表现得较为平稳。 
图 4  1952－2015年 R&D投资流量与相关价格指数 
 
（a）R&D投资                          （b）R&D投资价格指数 
图 5中绘出了表 2所估算的 R&D资本存量序列。结果显示，中国的 R&D资本存量（折
旧率 20%下）由 1952年的 0.39亿元增长至 2015年的 563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6.4%。
                                                        
① 高敏雪（2017）则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研发资本化核算过程中并没有覆盖所有的研发
活动，而是在“能否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原则下，只是就一部分研发活动计算了产出进而纳入
研发固定资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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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R&D资本存量增长率的纵向变化，其在上世纪 50年代表现为突出的高速增长（增长
率普遍高达 60%以上），之后则转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年增长率 10%上下）；自 1999年始，
中国 R&D资本存量再次进入加速积累阶段，尤其是在 2008年至 2013年间，增长率超过
15%，显示由知识创新与产业研发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得以不断深化。将 R&D 资本存量
与 GDP进行对比，还可以考察一国经济中 R&D投资的相对重要性。图 5中该比值在上世
纪 60、70年代缓慢上升，整体水平处于 0.4～0.5之间，1979年之后则先下降、后上升，
呈现刘建翠等（2015）所谓的 U形形态；显示改革开放以来 R&D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重
要性有所波折，仅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起始，以高要素投入推动
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才得以扭转，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获得广泛重视，
政府和企业对于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而加入 WTO 之后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也
极大刺激了 R&D资本积累的进程。 
图 5  1952－2015年 R&D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比较 
 
注：“R&D资本存量/GDP”序列中的 R&D资本存量采用 20%折旧率下的估算结果。 
通过对不同估算结果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呈现对于当期投资、价格指数等要素的不
同处理在 R&D 资本存量估算中的影响。与江永宏、孙凤娥（2016）的相应结果比较，虽
然本文的当年 R&D 投资规模普遍较低，但由于采用了更低幅度的价格指数予以缩减，导
致不变价的 R&D投资相对有所上调，最终估算的 R&D资本存量（自 1987年至今）反而
超出前者 10%～30%（如图 5 所示）。与其他几项同类研究文献中的估算结果（均以本文
的 R&D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 1952年价）相比，李淑梅等（2013）和杨林涛等（2015）由
于直接以 R&D经费支出代表 R&D投资，且在相应研究期间基于 GDP平减指数的价格缩
减效应较低，估算得到的 R&D 资本存量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远超本文结果（达 1.5 倍
之多）；而刘建翠等（2015）在计算当期 R&D投入时从 R&D经费中扣除了劳务费部分（下
调 25%），其估算结果则与本文相差不大（图略）。由此可知，当期 R&D投资序列与 R&D
价格指数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与基于上一节方法（物质资本存量估算标准）估算的结果（资本存量修订值）相比，
虽然本节中采用的价格指数相对较低（从而大部分年份的不变价投资规模相对上调），但
R&D资产的折旧率高出前者一倍，最终估算得到的 R&D资本存量显著低于前者；由此也
表明对资本形成的修订（新增）部分单独进行存量估算的必要性。进一步，基于如下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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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质资本存量（修订前数值）与 R&D 资本存量（修订部分）加总，还可以得到关于中
国资本存量的更新估算结果： 
 
资本存量修订率
中的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表
资本存量
+
=
1
1 +表 2中的 R&D资本存量 （6） 
计算结果表明，经由分别估算再加总的资本存量，相比表 1中的资本存量有所减少（该
数据序列可由表 1和表 2结果直接得到；为节约篇幅计，此处省略对具体估算结果的列示）。
以相对于修订前资本存量的修订率而言，在物质资本折旧率 5%下，其综合修订率平均为
1.33%；其中在 1965－1985年间处于最高水平（修订率达到 1.8%以上），之后逐渐下降至
1998－2007年间的最低水平（修订率略超 1.2%），之后则又有所缓慢上升，近 3年的修订
率都在 1.35%以上。在物质资本折旧率 10%下，修订率的整体波动路径与上相似，但水平
更高，综合修订率平均为 1.71%；其最高为 1969年的 2.85%，最低则为 2007年的 1.54%。
与表 1 和图 3 结果相比较，基于式（6）结果的综合修订率显著下降；尤其是在物质资本
采用 5%折旧率下，由式（6）估算的资本存量的修订幅度下降了近一半之多。 
五、总  结 
为了与 SNA2008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核算标准相接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研发支
出核算方法进行了相应改革，并于 2016年发布了依据新的核算标准进行修订后的 1952年以
来的 GDP数据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此次修订使得 1952－2015年间各年份的 GDP与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都有所增加，其中前者的修订率平均为 0.97%，后者平均为 2.59%，且近
20年来二者的修订率都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中国实施研发资本化核算对于近期 GDP的影响
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研发活动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越来越显著。 
基于此次官方数据修订后发布的相关数据，本文对 1952－2015 年间中国的资本存量
进行了重新估算，并就数据修订对于估算结果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分析；同时，考虑到此次
数据修订起因于研发（R&D）支出的资本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的向上修订主要反映
了 R&D投资的规模，因此也专门对 R&D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此次数据修订
对于资本存量估算所产生的影响，与官方对于投资流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修订率呈
现相似的历史路径；就平均影响而言，资本存量向上修订了 2.3%，略低于针对投资流量的
官方修订率 2.59%。利用官方数据修订公告与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资料，本文构造了 R&D
投资及其价格指数的数据序列，由此得到对于中国 R&D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显示 63年
间 R&D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16.4%，并且于近 20年来更是进入加速积累阶段。而如
果将此次官方数据修订对于资本存量的影响完全归因于 R&D 资本存量的生成，则有整体
资本存量的综合修订率为 1.33%（物质资本折旧率 5%）和 1.71%（物质资本折旧率 10%）。 
本文关于资本存量和 R&D资本存量的估算，直接采用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数据，
估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与可用性。跨文献的比较分析也表明，当期 R&D 投资序列与
R&D价格指数对于 R&D资本存量估算产生关键影响，显现基于官方正式数据进行相应估
算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开 R&D资本核算的具体数据，本文针对 R&D
投资及其价格指数数据序列的构造方法是否与官方方法保持一致，目前仍未可知，有待搜
集更进一步资料加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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